
 

 

跨境电商改革与工资收入：一个新开放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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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开放形式，对于稳定进出口和吸纳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促

进我国经济走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途径。为此，文章以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研究

案例，结合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跨境电商改革对试点城市公司员工平

均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且着重探讨跨境电商改革所带来的就业效应、减负效应和减贫

效应。研究发现：（1）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收入。（2）跨境电商改革

主要提高了东部地区和高互联网普及地区、第二产业和工商业、小规模公司、民营公司和低工资水

平公司等样本组的公司员工工资收入。（3）供给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著降低了试验区公司的税率和

融资约束程度，并且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而公司行为反映了需求侧变动，公司扩大就

业规模和改善人才结构是跨境电商改革提升员工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渠道。（4）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提高了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缓解了试验区试点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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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世界经贸模式也在推陈出新，加之网络平台、物流服务和支付手段等技

术的融合，跨境电商概念应运而生。与传统线下交易相比，跨境电商大大降低了地理距离相关的

交易成本和跨境需求的心理障碍（Gomez-Herrera 等，2014；Kim 等，2017）。并且，跨境电商销售每

增长 1%，公司劳动生产率则增长 0.3%，规模越小的公司从线上销售增长中的获益越多（Falk 和

Hagsten，2015）。因此，发展跨境电商不仅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而且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

效。在经历个人海淘（C2C）和商业零售（B2C）的发展阶段后，我国跨境电商逐步对接国际业务

（B2B），并且保持蓬勃的发展态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从

2015 年的 360.2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 862.1 亿元，年均增速达 50.8%，而同期传统进出口贸易增

速不到 4%。由此可见，跨境电商作为新业态和新外贸模式已经异军突起，并且逐步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场合多次提及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

态，可以看出跨境电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可以预期的是，通过跨境电商吸纳就业进而促进人民增收和消费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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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展开，还有助于我国的跨境电商业务有效地衔接“国际循环”，进而有利

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双向互动。本文即以工资收入为切入点，研究我国发展跨境电商对工资

收入的影响。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伸，我国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与政策性改革密切相关

（Ma 等，2018）。2015 年以来国务院设立了多批次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且在进出口方面进

行退（免）税配套，表明我国的跨境电商改革正式落地。

从已有研究可知，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并且对于促进就业和

创业具有积极的正向经济效应（Kelsey，2017）。一方面，马歇尔（Marshall）的均衡价格论认为，均

衡价格取决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Marshall，2009）。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格（工资

收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的相对市场势力。跨境电商改革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

于降低试验区公司的税收负担，并且激励公司积极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和吸纳就业，公司在吸纳

就业的同时，势必增强试验区劳动力市场的卖方势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盛丹

和陆毅，2016）。另一方面，在短期内本地市场劳动力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使其他公司不参与跨境

电商业务，但随着试验区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也将跟随接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即存

在工资的“溢出效应”（Ruane 和 Uğur，2005）。因此，本文有待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

面：第一，我国的跨境电商改革能否提升试验区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第二，试验区公司是通过

什么影响渠道来提升员工的工资收入，而税收优惠政策和公司扩大就业规模在其中起到了怎样

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并且，公司的税

率下降和融资约束下降、就业水平提升和人才结构改善分别是跨境电商改革提升员工工资收入

的影响渠道。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本文最为直接的作用机制是跨境电商改革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税收

优惠政策直接降低了公司的税收负担，随着税收的节约和返还，变相增加了公司内部的流动资

金（王伟同等，2020）。随着税负下降，公司有充足的资金用来招聘更多的高端研发人才（Lockwood

等，2017；潘士远等，2019），并且给付更高的工资报酬（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其次，随着公司内

部资金逐步充足，变相增强了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和降低了外源融资的压力。尽管有研究认为，

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有限或存在负面影响（Eisner，1985），甚至仅存在政治关联

的公司才能获取数额丰厚的税收优惠，从而对普遍面临融资约束的民营公司影响较小（李维安

等，2016）；但是，大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公司税收负担的间接影响是缓解其融资约

束程度（Cai 等，2018）。融资约束下降变相降低了公司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在投融资方面的固定成

本，进而有助于公司投资和扩大跨境电商业务，以及扩大人才招聘和提高工资待遇。因此，从供

给侧角度来看，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带来了税率下降和融资约束下降，并且是跨境电商改革提升

员工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渠道。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公司行为反映了需求侧变动，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正向激励下，试验区一

些公司可能通过投资和扩大跨境电商业务进而增大用工需求（Kelsey，2017）。公司层面的就业规

模加总构成了城市层面的就业规模，公司就业规模变动将直接影响本地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

线，随着劳动力需求曲线右移，劳动力价格随之提升。从一般商品角度来看，商品价格与品质存

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商品品质越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就越高，其出售价格也相对更高（Fontagné

等，2007）。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同样如此，高技能或者高端人才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一般更高，

公司给予的工资待遇也相对更高（Clark，1908）。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变化不但与外部劳动

力市场的需求竞争有关，还与公司自身的人才结构变化或者员工的工资分布有关。如果一家公

司新招聘的员工大部分为工资水平一般的低端人才，此时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倾向于下

  2022 年第 5 期

•  50  •



降；相反，如果新招聘员工大多为工资水平较高的高端人才，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将倾向于

上升。因此，从需求侧角度来看，公司对跨境电商改革的反应是扩大跨境电商业务进而提升公司

的就业水平，同时也可能改善公司的人才结构，最终有助于提升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跨境电商是一种新的经济

开放形式，是对传统外资、外贸等开放视角的延伸。本文首次从跨境电商改革视角研究其对工资

收入的提升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工资收入决定因素的定量研究。第二，在研究意义上，本

文结论肯定了我国跨境电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这为我国坚持制度型经济开放提供

了证据和解释，并且可以为国内迅速发展的跨境电商及其改革提供参考建议。第三，在识别策略

上，本文基于我国跨境电商改革的外生案例展开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客观评估了跨境电商改

革对工资收入的因果效应，有效避免了内生性的干扰。

二、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一）制度背景

1.跨境电商改革。为了促进中小微企业涉足国际业务，稳定进出口贸易以及促进就业，我国

政府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之一。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 10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15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

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 年 1 月 6 日，确定第二批次的试验区城市名单，包括

天津、郑州、广州等 12 个城市；2018 年 7 月 24 日，确定第三批次的试验区城市名单，北京市、沈阳

市、长春市等 22 个城市位列其中；2019 年 12 月 24 日，石家庄市、太原市、银川市等 24 个城市获

批；2020 年 4 月 27 日，雄安新区、乌鲁木齐等 46 个城市获批。由于本文研究数据截至 2019 年，因

此将前三批次的试验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2.跨境电商改革的目标和措施。跨境电商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稳定外贸进出口和增加就业。具体措施包

括：第一，在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给予先行先试，完善出口退税政策，2018 年 10 月

对试验区电商出口企业实行免税。第二，逐步放松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监管，简化进口许可批

件、注册或备案等程序；进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额内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按法定应

纳税额 70% 征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

（二）典型事实

1.宏观层面的就业与工资收入变化。试验区城市就业水平和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可以直

接体现跨境电商改革的政策效果。本文用城市三产业从业人数衡量城市就业规模，数据到

2018 年。由于城市层面的工资数据缺失严重，本文用城市上市公司的平均员工工资收入衡量劳

动力价格。为直观了解跨境电商改革的直接效果，图 1 中 a 图和 b 图描绘了 2011 年以来试验区

城市平均从业人数和平均工资收入的变化趋势。为了对比的需要，本文将其他地区作为对照

组。可以看出，试验区城市的从业人数和工资收入相较于其他地区在 2014 年及其以前的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在 2015 年及其以后出现分化，相对来看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些结果表明，跨境

电商改革有助于提高试验区城市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

2.公司税率与融资约束程度变化。退（免）税措施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还有助

于降低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因此，本文观察试验区公司的税收负担和融资约束程度相比其他

地区的变化，绘制在图 1 的 c 图和 d 图中。本文用公司的税率衡量税收负担，具体用（营业税金及

附加+所得税费用）/营业收入度量公司的税率。本文借鉴 Hadlock 和 Pierce（2010）的方法测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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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 SA 指数，SA 指数越大则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可以看出，试验区公司的平均税率和

SA 指数相比其他地区在 2015 年以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降低试

验区公司的税收负担和融资约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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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层面的就业水平与人才结构变化。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下，公司投资和扩大跨境电

商业务有助于提高用工需求和改善人才结构。本文用公司雇佣的员工数量变化来度量公司就业

水平的变化。此外，考虑到跨境电商业务需要在网站设计、支付手段、信用监管和技术研发等层

面投入较多的专业技术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为公司的研发人员，因而本文用公司研发人员数

量占全部员工数量的比例来衡量公司的人才结构。本文分别绘制试验区与其他地区公司的平均

员 工 数 量 和 研 发 人 员 数 量 占 比 ， 具 体 如 图 1 中 的 e 图 和 f 图 所 示 。 由 于 本 文 现 有 数 据 缺 失

2018 年和 2019 年研发人员数量，因此构造的人才结构指标为 2011−2017 年。可以发现，试验区

公司的员工数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占比相比其他地区在 2015 年以后出现较大幅度提升。这表明

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提高试验区公司的就业水平和改善人才结构。

三、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跨境电商改革与公司员工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双重差法

（DID）进行实证估计，具体如式（1）所示：

Wage jct = α+β×Treatc×Postt +
∑4

k=1
γkXk

jt +
∑3

m=1
δmZm

ct +µ j+λt + νc×T +ϑpt + ϵ jct （1）

其中，j、c、p 和 t 分别表示公司、地级市、省份和年份。Wagejc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公司员工平均的

工资收入水平，本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应付职工薪酬之和除以员工数量，

并且取自然对数衡量。Treatc 为政策分组虚拟变量，本文将划定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城市设

置 为 1， 其 他 城 市 设 置 为 0。 Post t 为 政 策 冲 击 虚 拟 变 量 ， 由 于 我 国 政 府 在 2015 年 3 月 7 日 、

2016 年 1 月 12 日和 2018 年 7 月 24 日分别确定了三批次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名单，

本文借鉴 Beck 等（2010）的做法，针对三个批次的城市名单分别设置政策冲击虚拟变量。从三批

次城市名单公布的时间来看，在公布当年实际时间未满 1 年，于是本文借鉴 Lu 等（2017）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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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批次的城市在 2015 年设定为 5/6，以后年份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置为 0；第二批次的城市

名单在 2016 年设置为 11/12，以后年份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置为 0；第三批次的城市名单在

2018 年设置为 1/2，以后年份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置为 0。交叉项 Treatc×Postt 的估计系数 β 刻画

了跨境电商改革对试验区城市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如果 β>0 并且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则表明跨境电商改革可以起到提升工资收入水平的作用。

由于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其他潜在因素的干扰，本文在式（1）中加入可能影响工资

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公司层面的特征变量 X：①公司经营时间 Age，用公司实际存续年限取自

然对数衡量；②本文设置国有公司虚拟变量 Soe 和外资背景公司虚拟变量 Foe，根据公司所有制

形式，将国营或国有控股和集体公司统一归类为国有公司，将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公司统一归

类为外资背景公司，其他公司归类为民营公司；③资本密集度 Kl，用公司固定资产净额除以员工

数量取自然对数衡量。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Z：①经济发展水平 Pgdp，用城市 GDP 除以年末总

常住人口取自然对数衡量；②资金储蓄水平 Dep，用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城市 GDP 的比重

衡量；③政府干预 Gc，用财政支出占城市 GDP 的比重衡量。

考虑到双重差分法在内的因果识别框架方法的前提是“条件独立性”原则成立，即当计量模

型加入控制变量后，跨境电商改革与工资收入相互独立，这意味着控制变量的组合将影响实证

结果。本文借鉴 Imbens 和 Rubin（2015）、Li 等（2016）的方法，对选取的控制变量组合进行检验，检

验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组合基本满足“条件独立性”原则。①

为了尽可能控制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借鉴 Liu 和 Qiu（2016）、

Lu 等（2017）的研究思路，将城市特征因素的线性时间趋势项（vc×T）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计量模

型中。城市的时间趋势为城市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项（T=1,2,……）的交互项，本文将 2011 年设

置为 1，其他年份按照时间顺序逐次加 1。为了排除其他潜在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本文在计

量模型中引入公司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公司固定效应（μj）用

于刻画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固有特征，年份固定效应（λt）用于刻画不随城市变化的时间因素；省

份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ϑpt）用于刻画城市所处省份的时变宏观环境，可以将实验组城市和对

照组城市限定在同一省份内部，可比性较强。

实际上，本文首先考虑使用跨境电商企业数据，但目前这样的精确数据还难以获得。同时，

由于跨境电商改革发生在 2015 年以后，尽管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更为全面的工业企业数

据，但目前可获得的工业企业数据仅到 2013 年，不能满足本文研究所需。上市公司数据相比工

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门槛更高，企业数据量更少，但其最大优点是时效性较强，本文可以获取近

几年的企业数据。此外，本文也使用个体和家庭层面的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再次验证。本文主

要使用 2011−2019 年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结合万德数据库

对部分缺失的数据进行了补充。考虑到数据缺失问题，本文剔除了西藏地区的样本。城市层面

的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国 泰 安 数 据 库 和 《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 。 个 体 和 家 庭 层 面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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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叉项 Treat×Post 的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跨

境电商改革对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试验区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收入相

比非试验区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收入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表 1    基准检验结果

(1) (2)

Treat×Post 0.046**(0.019) 0.061**(0.026)

观测值 19 698 17 111

调整R2 0.937 0.944
　　注：（1）*、**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标准误，并且在城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3）模型控制

了公司、年份、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城市的时间趋势；（4）模型加入了全部的控制变量，限于篇幅没有列出。下同。
 
 

（二）同趋势性检验

本文将式（1）中的 Postt 替换为历年的年

份 虚 拟 变 量 （ Y e a r t ） ， 并 与 政 策 分 组 变 量

（Treatc）进行交叉相乘，如式（2）所示，并且以

2014 年作为基期重新进行检验。本文将新交

叉项 Treatc×Yeart 的估计系数绘制在图 2 中，

其中带“▲”的实线部分刻画了跨境电商改

革的边际效应，虚线部分为 90% 置信区间。

图 2 显示，边际效应线在 2014 年及以前较为平缓且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在 2015 年及以后迅速由

负转正并增大，在 2016 年开始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工资收入变

化在跨境电商改革冲击之前满足同趋势性假设。

Wage jct = α+
∑2019

t=2011
θt ×Treatc×Yeart +

∑4

k=1
γkXk

jt +
∑3

m=1
δmZm

ct +µ j+λt + νc×T +ϑpt +ε jct （2）

（三）稳健性检验

1.政策的预期效应。在政策实施之前，通常会有媒体报道或者会议决策信息流出，因此设立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潜在城市可能对该政策形成一定的预期。本文假设存在 1 年的预期时

间，设置政策实施前的年份虚拟变量（Yeart）与政策分组变量（Treatc）的交叉项，并将其加入式（1）

中重新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2 列（1）所示，新交叉项 Treat×Year2014 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同时交叉项 Treat×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跨境电商改革具有较强的外生

性，不存在明显的政策预期效应。
 

表 2    政策的预期效应和安慰剂检验

(1) (2) (3) (4)

Treat×Post 0.054**(0.026) 0.041(0.032)

Treat×Year2014 −0.021(0.017)

Treat×Year2013 0.014(0.022)

Treat×Year2012 −0.001(0.025)

观测值 17 111 6 350 8 159 8 159

调整R2 0.944 0.936 0.978 0.978
 
 

同时，2019 年和 2020 年国家又设立了两批次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考虑到这两批次的试

点城市可能因预期效应而受到影响，本文将前三批次的城市进行剔除处理，将 2019 年和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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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跨境电商改革对工资收入的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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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批次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将其他地区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设置新的政

策分组虚拟变量（Treat）；分别在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设置虚拟的政策预期效应起

始时间点，设置新的政策冲击虚拟变量（Post）。基于式（1）重新进行检验，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2 列（2）是政策预期效应起始时间点为 2015 年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其

他虚拟年份的结果没有列出）。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并没有对 2019 年和 2020 年两批次的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产生明显的预期效应。
 

表 3    两期法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其他稳健性检验

(1) (2) (3) (4)

Treat×Post 0.122***(0.042) 0.080**(0.035) 0.050**(0.026)

Treat×pre −0.022(0.017)

Treat 0.061**(0.030)

观测值 3 956 12 584 17 111 1978

调整R2 0.952 0.948 0.944 0.071
 
 

2.实验组和对照组设置的系统性偏差。

本文设置随机抽样实验。首先，由于三批次

的试验区城市数量分别为 1、12 和 22 个，本文

随机抓取 1、12 和 22 个城市的 3 组城市作为

实验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并且设置新的

政策分组虚拟变量（Treat）以及分别设置对应

3 组城市的政策冲击虚拟变量（Post）。然后，

将新的政策分组虚拟变量（Treat）和新的政策

冲击虚拟变量（Post）相乘构造出新的交互项，

重新进行检验。如果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

城市的设置存在系统性偏差，则随机抽样回归结果中 Treat×Post 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基

准回归结果相近；反之，则说明本文初始设置的识别框架是有效的。本文将 500 次随机实验

Treat×Post 估计系数的 t 值绘制在图 3中，并且与表 1 列（2）中的 t 值（2.35）进行对比。图 3 显示，

500 次随机抽样估计系数的 t 值分布基本以 0 为中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并且绝大部分在虚线

的左侧，仅有 2 次出现在虚线的右侧。这表明，500 次随机抽样的结果整体上与表 1 列（2）的结果

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置不存在系统性偏差。

3.安慰剂检验。本文假设政策真实发生的年份在 2014 年及以前，然后设置虚拟实验进行检

验。本文选用保留政策发生前（2011−2014 年）样本，分别假设真实有效的政策发生在 2013 年和

2012 年，然后重新进行检验。如果虚拟实验的政策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不显著，那么前文基准检验

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相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2 列（3）和列（4）所示，可以看出虚拟实验中新交叉

项 Treat×Year2013 和 Treat×Year2012 的估计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4.两期法。由于序列相关问题，前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可能高估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因

此本文再构建两期双重差分法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具体而言，本文以 2015 年作为区分跨境电商

改革的时间节点，将样本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0−2014 年（政策实施之前），第二阶段

为 2015−2019 年（政策实施之后）；然后，在每一阶段对每一个企业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求

算术平均值。基于两期法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3 列（1），可以发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 1%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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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为正，再次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升了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收入。

5.样本选择性偏差。双重差分法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是随机分布的，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PSM）的近邻匹配方式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 1:1 配对，并利用匹配后样本对式（1）

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3 列（2）。从中可以发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本文基

准检验的结果一致，充分说明样本选择性偏差没有影响研究结论。

6.更换计量模型的设定。考虑到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展开对比的基准期间提前到政策发生前

的更早期，同时控制政策发生前几期的干扰才能得出政策的净效应，于是本文借鉴 Agarwal 和

Qian（2014）做法，构造新的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具体如式（3）所示。该方法要求交叉项 Treat×Pre
的估计系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意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的临近几期工资收入的趋

势差异与政策发生前的更早期无显著差异；同时，该方法要求交叉项 Treat×Post 的估计系数通过

显著性检验，意为在控制政策前几期干扰的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后工资收入的

趋势差异与政策发生前的更早期具有显著的差异。在本文中，政策发生前共有 4 期（2011−2014 年），

本文将 2011−2012 年作为政策发生前的更早期，2013−2014 年作为政策前 2 期。Pre 为二元虚拟

变量，本文将 2013−2014 年设置为 1，其他时期设置为 0。表 3 列（3）为相应的检验结果，发现交叉

项 Treat×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同时 Treat×Pre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新计量模型的结果

与本文基准结果一致。

Wage jct =α+β×Treatc×Postt + θ×Treatc×Pret +
∑4

k=1
γkXk

jt +
∑3

m=1
δmZm

ct

+µ j+λt + νc×T +ϑpt +ε jct

（3）

此外，Abadie 和 Imbens（2006）认为，即使有些文献采用 PSM-DID 方法去除实验组和对照组

样本的特征差异，但是该方法会导致匹配前后估计的标准误不一致。本文将面板数据处理为一

个横截面数据，将政策发生前后员工工资的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做法是：首先，将面板数

据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为 2011−2014 年，第二期为 2015−2019 年；然后，分别求出两个时期被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平均值；最后，用第二期变量的数值减去第一期的数值，并且构建截面数

据。通过如上数据处理后，被解释变量为前后两期员工平均工资收入的差值，解释变量为政策分

组虚拟变量 Treat，使用 OLS 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 3 列（4）所示。容易发现，Treat 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依然与前文基准结果一致。

7.工具变量法。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初衷和目的之一是促进当地就业，而试验区城

市就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当地居民的工资收入。本文将工具变量法与双重差分法进行结合

（IV-DID），从城市就业水平改善角度研究公司员工工资收入受到的影响，并且用 2015 年以来的

跨境电商改革的外生冲击作为城市就业水平的工具变量。在本文中，使用该方法意味着城市就

业水平的改善主要由跨境电商改革所决定。本文分别用城市的从业人数（LnEmploy）和就业率

（RoE）来衡量城市的就业水平，①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4 中。从中可以发现，LnEmploy 和 RoE 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第一阶段检验中工具变量 Treat×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跨境电商改

革的影响下，试验区城市的就业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收入。

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一致。此外，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的 p 值小于 0.1，拒绝工

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无关的原假设；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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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构式估计结果

(1) (2)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LnEmploy 0.684*(0.389)

RoE 1.486*(0.843)

LM统计量(p值) [0.000] [0.000]

Wald F值 {28.184} {27.856}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Treat×Post 0.045***(0.009) 0.020***(0.004)

观测值 16 464 16 464

调整R2 0.348 0.307
 
 

（四）异质性检验

1.地理位置的差异性。考虑到东部发达地区的居民接触跨境电商的时间更早，当地公司接

触跨境电商业务的机会也更多，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3 个样本组。检验结

果如表 5 列（1）−列（3）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东部样本组中显著为正，而在中部、西部样本组

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的公司对跨境电商业务的需求更大，并且较早

地接触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因此跨境电商改革对东部地区公司的激励作用可能更大，进而有

助于推动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和提升员工的工资收入。
 

表 5    地理位置与互联网普及状况的异质性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4)低普及率 (5)中普及率 (6)高普及率

Treat×Post 0.082**(0.031) 0.008(0.063) -0.088(0.101) 0.013(0.053) 0.066(0.044) 0.077**(0.032)

观测值 11 889 2 922 2 290 5 535 5 509 5 425

调整R2 0.949 0.935 0.930 0.937 0.933 0.962
 
 

2.电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的地区，居民和公司接触跨境电商业务的机

会就越多。本文根据历年各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将全样本按照三分位数分组，具体划分为低普

及率、中普及率和高普及率 3 个样本组，互联网普及率用互联网用户数占年末总常住人口数的比

例衡量。检验结果如表 5 列（4）−列（6）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高普及率样本组中显著为正，

而在低普及率、中普及率样本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表明，越是电信基础设施完善的

地区，跨境电商改革对公司员工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越强。

3.区分行业差异。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信息，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 3 个样本组，回归结果如表 6 列（1）−列（3）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第二产业样本组中

显著为正，而其他样本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跨境电商改革主要影响的是与生产或

者制造部门相关的产业，因此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工资收入。由于与生产或者制造有关的行

业主要分布在工商业部门，因此本文将在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公司归类为工商业样本组，将公用

事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的公司归类为其他行业样本组。检验结果如表 6 列（4）和列

（5）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工商业样本组中显著为正，而在其他行业样本组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因此，跨境电商改革主要提升了工商业样本组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

4.公司规模差异。设置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初衷之一是引导中小微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

吸纳就业。公司规模是银行判断企业信用能力的重要依据，大规模公司的抵押物丰裕且信贷记

录 丰 富 ， 更 容 易 受 到 银 行 的 青 睐 ； 相 反 ， 小 规 模 公 司 更 加 容 易 被 银 行 拒 之 门 外 （ Almeida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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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具体而言，本文按照年份和公司规模两个维度，使用三分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小规模、中

规模和大规模 3 个样本组，公司规模用主营业务收入衡量。检验结果如表 7 列（1）−列（3）所示，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小规模样本组中显著为正，在其他样本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跨

境电商改革主要提高了小规模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
 

表 6    行业属性的异质性

(1)第一产业 (2)第二产业 (3)第三产业 (4)其他行业 (5)工商业

Treat×Post −0.186(0.120) 0.041*(0.022) −0.013(0.059) −0.026(0.057) 0.049**(0.021)

观测值 114 12 505 5 289 4 965 13 007

调整R2 0.989 0.952 0.938 0.947 0.947
 
 

5.所有制形式差异。国有公司一般拥有明显的所有制优势，能获得较多的地方政府政策和

银行融资支持，融资约束压力较小（Lin 等，1999）。同样，外资背景公司一般具有稳定的国际合作

商，外源融资能力较强，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小。但是，民营公司可以获得融资的途径较少，因

此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问题。根据公司的所有制形式，本文将全样本划分民营公司、国有公司和

外资背景公司 3 个样本组。检验结果如表 7 列（4）−列（6）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民营公司中

显著为正，而在国有公司和外资背景公司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跨境电商改革主要提高

了民营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
 

表 7    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的异质性

(1)小规模 (2)中规模 (3)大规模 (4)民营 (5)国有 (6)外资

Treat×Post 0.103**(0.049) −0.037(0.034) 0.001(0.040) 0.048*(0.025) 0.017(0.038) −0.079(0.054)

观测值 5 298 5 398 5 838 8 978 7 732 1 183

调整R2 0.897 0.943 0.965 0.928 0.952 0.971
 
 

6.是否具有海外业务。由于试验区出口退（免）关税优惠具有降低出口成本的作用，因此从

事海外业务的公司受到跨境电商改革的影响可能更大。本文在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CSMAR）

中获取公司是否从事海外业务的信息，具体查询路径是“公司研究→财务报表附注→损益项目→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部标准→按地区分部”。如果公司具有海外销售额则定义为有海外业务

的公司，其他定义为无海外业务的公司。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交叉项的估计

系数在两组中均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数值在列（1）中更大。由此可以判断，跨境电

商改革对从事海外业务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更显著。原因在于，从事跨境电商

或者海外业务的公司更可能受到跨境电商改革的直接影响，税收优惠激励有助于提高试验区公

司的用工需求和劳动力价格。

7.公司本身工资水平差异。跨境电商业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且公司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

门槛一般较低。选择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公司本身的工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本身工资水平较

高的公司（如金融业）参与跨境电商业务的积极性可能不高。因此，发展跨境电商对工资收入水

平提升的作用可能因公司本身工资水平的改变而呈现边际变化。鉴于此，本文按照年份和工资

收入两个维度，使用三分位数法将全样本划分为低工资水平、中工资水平和高工资水平 3 个样本

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8 列（3）−列（5）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低工资水平、中工资水平样本

组中显著为正，而在高工资水平样本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列（3）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值

（0.070）明显大于列（4）的估计系数值（0.037）。这些结果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提升公司员工工资收

入的边际作用随着公司本身工资水平的上升呈现边际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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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是否具有海外业务和公司本身工资水平的异质性

(1)有海外业务 (2)无海外业务 (3)低工资水平 (4)中工资水平 (5)高工资水平

Treat×Post 0.088**(0.040) 0.054*(0.029) 0.070*(0.042) 0.037*(0.021) −0.016(0.038)

观测值 9 352 7 310 5 271 5 471 5 869

调整R2 0.951 0.952 0.870 0.874 0.959
 
 

五、作用机制与拓展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主要验证了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提高试验区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接下来，本文使用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司税率、融资约束、就业水平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1.税率和融资约束。跨境电商改革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大降低了公司的税收负担，而税收负

担的下降将为公司节省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公司税率（Tax）用（营业税金及

附加+所得税费用）/营业收入衡量，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 9 列（1）和列（2）所示。列（1）的

结果显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降低了公司的税率和税收负担。

列（2）的结果显示，Tax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税收负担越低，则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越

高 。 同 时 ， 列 （ 2） 交 叉 项 的 估 计 系 数 显 著 为 正 ， 但 是 系 数 值 （ 0.054） 小 于 表 1 列 （ 2） 的 系 数 值

（0.061）。上述结果综合表明，Tax 是显著的中介变量，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试验区公司税

率进而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表 9    税率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1) Tax (2) wage (3) SA (4) wage

Treat×Post −0.004**(0.002) 0.055**(0.025) −0.010***(0.004) 0.043*(0.025)

Tax −0.874**(0.339)

SA −1.681***(0.237)

观测值 17 133 17 106 17 138 17 111

调整R2 0.784 0.944 0.963 0.948
 
 

同时，税率下降变相增加了公司内部的流动资金，有助于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Cai 等，2018），

而融资约束下降有助于公司积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本文借鉴 Hadlock 和 Pierce（2010）的做法构

建 SA 指数来度量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SA 指数用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age）两个随时间

变化不大、非直接与融资约束产生关联的变量构建。SA=−0.737×size+0.043×size2−0.040×age，

其中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衡量（总资产单位为百万元），企业年龄（age）用实

际存在年限衡量。SA 指数均为负值，数值越大则融资约束程度越大。检验结果如表 9 列（3）和列（4）

所示，列（3）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跨境电商改革降低了试验区公司的 SA 指数；列（4）

的结果显示，SA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则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越

高。同时，列（4）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是系数值（0.043）和显著性相比表 1 列（2）的系数

值（0.061）和显著性都有所下降，说明融资约束下降是跨境电商改革提高试验区公司的员工工资

收入的影响渠道。

2.就业水平和人才结构。税收优惠政策会激励试验区内一些公司招聘更多员工来开展跨境

电商业务，进而提高当地的劳动力价格。本文用公司的就业规模变化衡量就业水平（LnNum）变

化，具体用公司员工数量取自然对数值度量。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 10 列（1）和列（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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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列（1）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提升了试验区公司的就业水平；列（2）

的结果表明，LnNu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的就业规模越大则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越

高。同时，列（2）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综合表明，公司就业水平提

升是跨境电商改革提高员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渠道。
 

表 10    就业水平和人才结构的中介效应

(1) LnNum (2) wage (3) TS (4) wage

Treat×Post 0.105***(0.036) 0.026(0.021) 0.013*(0.008) 0.033(0.032)

LnNum 0.329***(0.020)

TS 0.439***(0.106)

观测值 17 138 17 111 14 084 14 065

调整R2 0.924 0.957 0.703 0.951
 
 

与此同时，员工平均工资收入的变化与公司自身的人才结构变化或者员工的工资分布密切

相关，跨境电商改革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的人才结构。考虑到公司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需要招聘更

多网站设计、支付手段、信用监管和技术研发等研发类人才，本文用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占比衡

量人才结构（TS）。检验结果如表 10 列（3）和列（4）所示，列（3）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占比，进而改善了人才结构；列（4）中 TS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的人才结构越完善则员工的工资收入越高。同时，列（4）交叉项的估计系

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来看，跨境电商改革通过改善试验区公司的人才结构进而提高了

员工的工资收入。

（二）拓展性分析

国家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工资收入构成了个体收入的主要来源，大约占 60%−70%，并且公

司扩大就业规模也需要个体的参与。因此，本文从个体和家庭角度进行拓展性分析，研究跨境电

商改革对个体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考虑到试验区城市能够吸纳更多人就业和提升个体收入

水平，同时由于进入门槛低和就业形式灵活，跨境电商业务给个体带来了创业机会，最终可能带

动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脱贫致富（王胜等，2021）。因此，本文也研究试验区城市的相对贫困问

题。本部分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个体收入（Income）用个人收入取自然对数衡

量，家庭收入（Fincome）用家庭总收入取自然对数衡量。计量模型除了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外，本文还设置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性别 Gender，男性为 1，女性为 0。

②个体年龄 Alter，用实际年龄的对数表示。③学历 Edu，调查问卷中根据个体的学历水平进行了

赋分，学历越高则分值越高，本文将其线性标准化处理。④是否离婚 Divorce，将离婚的个体赋值

为 1，其他为 0。⑤老年人比例 Old，用家庭中 60 岁及以上的人数与家庭人数的比值衡量。⑥家庭

规模 Fsize，用家庭人数的对数衡量。

表 11 列（1）和列（2）报告了跨境电商改革对个体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控制了个体或者家

庭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城市的时间趋势和省份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交叉项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前文基

本结论一致。本文借鉴 Duclos 和 Grégoire（2002）的做法，设置相对贫困指标（Rp），根据历年各城

市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个体收入进行从高到低排序，分别将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个体收入在

后 25% 的居民定义为相对贫困人口，并且设置为 1，其他居民设置为 0。鉴于相对贫困指标反映

了一种概率，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计量模型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城市

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如表 11 列（3）所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降低了试验区城市居民的相对贫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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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跨境电商改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1) Income (2) Fincome (3) Rp

Treat×Post 0.098**(0.045) 0.114*(0.065) −0.182**(0.072)

观测值 61 281 32 940 61 281

调整R2 0.318 0.328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发展跨境电商对中小微企业开拓外贸业务和促进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跨境电商的

发展得到国家政策引导，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伸，2015 年以来我国政府设立了多批次的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本文结合 2011−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跨境电商改革作为研究

案例。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公司的员工平均工资收入。异质性检验发现，

跨境电商改革主要提高了东部地区、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第二产业、工商业、小规模公司、民营

公司和低工资水平公司等样本组的公司员工工资收入。从作用机制角度看，跨境电商改革显著

降低了试验区公司的税率和融资约束程度，提升了就业规模和改善了人才结构，这些因素共同

在跨境电商改革提升工资收入中起到影响渠道作用。此外，本文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提高了个体

收入和家庭收入，并且缓解了试验区试点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深化跨境电商的供给侧改革，不断扩大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范围。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跨境电商在扩大对外开放、吸纳就

业和提高收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谋而合。第二，加大

对公司减负的力度。税收负担限制了公司拓展海外业务的能力，不利于中小微、民营等高融资约

束企业的成长。地方政府需要转变思维，着眼于扩大就业的长远利益，而不要拘泥于增加税收的

短期利益。第三，积极吸纳高端人才。创新型人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地方政府在加大对

研究型和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同时，需要“筑巢引凤”和不断改善人才结构。第四，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和低互联网普及率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区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需

要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政策措施，给予中西部地区公司更大程度的税收减免以激励跨境电商

的发展。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电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当地尽早跨越“数字鸿沟”。第五，

跨境电商改革应与脱贫攻坚战结合。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扶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途径促进

特色农产品走进大城市或走出国门，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逐步消除相对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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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and Wage Income:
A New Open Perspective

Hu Haoran1,  Song Yanq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Summary:  As a new form of opening up,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

ing import and export and absorbing employment. It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a new devel-

opment pattern with “big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du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promot-

ing each other”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is deeply guided by national

policies.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mul-

tiple batch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areas since 2015.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in China. It adopts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9, and takes wage income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is found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verage wage income of

employees in experimental area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mainly improves the wage income of employees in the sample groups such as the eastern region and high in-

ternet penetration areas,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industry and commerce, small-scale companies, private

companies and low-wage companies.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on the supply sid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ax rate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companies in exper-

imental areas, and then improves employees’ wage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any’s behavior re-

flects the demand-side changes. The company’s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scale and improvement of talent

structure ar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to improve employees’ wage income.

The expansion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income level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and alleviates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experimental areas.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cross-border e-com-

merce is a new form of economic opening and an extension of the open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oreign in-

vestment and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wage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enriches the quantitative re-

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wage income to a certain extent. Secondl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affirms

the positive role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vides evidence and ex-

planation for China’s adherence to institutional economic opening,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ts reform. Third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ogenous cases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

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uses the DID method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caus-

al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on wage income, effectively avoiding the endogenous interfer-

ence.

Key words: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form； wage income； tax reductio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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